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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废除之后的俄国精英与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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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61 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后来俄国其他改革的起
点。这场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俄国精英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加之缺乏关于俄
国农村的客观信息，因此俄国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一些政府高官试图
改变 1861 年改革的某些原则，推动农民从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成功。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俄国农业危机的出现，俄国社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愈加重视。信
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并未明显受到其政治信念的影

响。俄国政府试图降低农民的税费并为此爆发了争论，但最终阻止农民土地流通的观点占据了上
风，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种。随着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日渐盛行，俄国精英将加
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克服农业危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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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除农奴制到斯托雷平改革，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俄国政府的农业政策经历了许多

曲折。史学界对《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颁布之后俄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变迁已经取得了相当多
的研究成果［1］，但是对政策演变的研究仍然较少。

一、农民改革何去何从: 俄国精英对农村的认识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一) 史学界对俄国农业政策变迁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俄国农业政策的变化是政府和社会中的改革者 ( 进步派) 和反改革者 ( 反动派)

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但学者们通常并未认识到，当时的政府和社会拥有怎样的农业信息，这些
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是否被当时的接受机制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它们又是怎样上达高

层、怎样被使用的? 因此学者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有时会不加鉴别地接受经过整理、过滤和简
化的信息。学者通常会预先设想，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是高层对自己的目的有明确清醒的认识，
制定和通过决议的机制都是相当透明与合理的。但实际上，受教育阶层对农民等级的认识既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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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也不合理，而官僚机构提出的所谓有益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只不过掩盖了他们的无知、偏见或
者意识形态教条。
二十多年来，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致力于分析农村信息上达彼得堡的渠道，亦即探讨俄国精英

使用了怎样的“透镜”去研究农村问题。［2］但是这些著作通常涵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研究最普
遍的问题，而对政府政策的分析只是蜻蜓点水。而在传统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是在揭示斯托雷平
改革的前提时顺便研究一下 19 世纪 60—80 年代初这一时段。［3］

最近一些学者认为，1861 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斗争妥协的结果，而且是具有象征意
义的事件。它不仅在很多方面决定了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的实际内容［4］，而且成为后来其
他改革的出发点。1861 年改革虽然解决了俄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但同样让许多原则性的问题
悬而未决，后来的决策者和思想家都会对这次本质上具有多重意义的改革作出不同的解读，使其

符合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策略。
(二) 1861 年农民改革的思想基础与俄国精英的不同解读
改革前夕的俄国社会对农民的认识是矛盾的，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体系。一种是纯粹

理性的观点，将农民视为自由劳动力，同时又认为农民是极不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潜在的叛乱

者，因此应该安抚和管束他们。［5］118 － 126，235 － 258另一种是浪漫主义的观点。传统主义者和斯拉夫主
义者认为，农民是拥有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和法律意识的自给自足的主体，他们需要的根本不是
管控，而主要是让他们自己做主。那么，哪种观点是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的认识基础呢?
两者都是。一方面，改革遵循了监管农民的逻辑，目的是建立合理化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 另一
方面，《条例》承认了对农民的不干涉原则，这表现在建立了复杂的农民自我管理制度，农民有
自己的私刑和自我管理，不仅不受地主的管控，而且不受行政机构的干涉，农民在本质上几乎是

完全自治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不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而且是对立的思想互相
妥协的结果。
不仅 1861 年改革本身是内在矛盾的，而且之后对它的解释也是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法律本身的模糊性造就了不同的 “解释传统”。只要通读 《条例》原
文就会发现，无法对其意图做到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用说条例的辅助材料了。其次，对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实施效果的阐述取决于哪一个政治集团获得了收集和解释信息的控制
权。农奴制废除之后，有权收集农村信息的部门包括: 内务部 ( 其中掌管农民事务的是地方处)
拥有一整套统计机构 ( 中央和各省的统计委员会) ，它们通过警察局从乡政府收集信息; 财政部

( 征税厅和赎买总局) 负责收集上交到县级和省级财政机关的农民税额 ( 包括赎金) 信息，不过

实际的征收工作由农民和警察局操办; 农村安置总委员会作为农民事务方面的最高行政、司法
( 包括部分立法) 机关，在地方上要通过各省农民事务署和民事调解官代表大会才能发挥作用，

但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省长和内务部，而且同样从乡政府收集信息; 后来出名的地方自治

局统计机构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直接观察和整体描述法，但它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
在改革后十年内根本不存在。［6］因此，不同的部门对农民改革初期结果的解释并不一致，而且总
体上关于农村现状的客观数据是极端匮乏的，政府也多次承认这一点。另外，俄国精英以实用主
义的态度对待这两种解释，他们会根据具体的政治和言说目的而选择使用哪一种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监管主义”还是 “不干涉主义”，在 1861 年之后都得到了发展，

并且突破了经典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7］比如，当时的官僚将监管农民
的纯理性思想与浪漫主义、斯拉夫主义的农民独立自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农民有自己的文化和
法律意识，应该保护他们，使传统体制免受现代世界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直到农民适应了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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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新环境。
19 世纪 60 年代末，俄国政府开始对农民改革进行初步总结，思考如何发展农村，并判断改
革的结果与五六十年代之交改革者的意图是否相符。从此，农民问题又开始变得相当尖锐起来，
但是此时已经无法确定俄国农村改革将向何处去。换句话说，在改革后的十多年里，无论是改革
者还是反改革者，对农民改革的方向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村社所有制抑或农户所有制: 政府调整农业政策的困境

(一) 村社所有制还是农户所有制: 政府内的不同意见

根据《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的规定，1870 年政府取消了对农民处置自己份地的若干限
制，从此农村安置总委员会 ( 由沙皇胞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担任主席) 就非常关注
农民放弃使用份地的信息，关注农村土地是否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转变为农户使用

制。［8］Ф． 1162． Оп． т． 16． Д． 11． Л． 4; Ф． 73． Оп． 8． Д． 9367． Л． 1 － 3 об．总体而言，农村安置总委员会和部分高官主张维

护 1861 年改革制定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和使用制，但是反对村社的声音仍然很强。
19 世纪 70 年代初，宪兵司令 П． А．舒瓦洛夫和国有财产大臣 П． А．瓦卢耶夫提出了调整农业
政策的计划。从 19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瓦卢耶夫反对村社制度，反对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
例》中的“农民主义”思想。1872 年瓦卢耶夫领导了 “调查农业现状委员会”，其目的是制定
出拆散村社的纲领。但由于村社属于《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的成果，而批准该条例又被认为
是沙皇本人的功绩［9］339，因此瓦卢耶夫并不敢直接宣称修订 《条例》，而是在报告中极其谨慎地
讨论了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的可能性。他认为很难将现有制度推倒重来，只能局部改造，即限制
份地重分的时限，让村社能在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社员同意的情况下放弃村社土地所有制，

而非需要三分之二的社员同意。［10］6 － 7但是调查农业现状委员会的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效果。
财政大臣 М． Х．赖腾是政府中改革派的领袖，是宪兵司令 П． А．舒瓦洛夫的政治对手，但同

时也是一位反村社主义者。他不仅赞同瓦卢耶夫的上述提议，还主张修改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
例》，认为 1861 年前夕制定农民改革法律时，编纂委员会根本没有赞同村社，只是承认它是一个
临时的事实［8］Ф． 573． Оп． 18． Д． 27580． Л． 31．，而且当时的各省贵族委员会 “否定了整个村社作为村社土地
的 法 律 权 利 单 位 …… 让 农 民 直 接 面 对 地 主， 中 间 不 允 许 有 任 何 中
介”［8］Ф． 573． Оп． 18． Д． 27580． Л． 21 об． – 23 об．。此外他还提出，一旦农民选择了农户所有制，就应禁止其返
回村社所有制。但是赖滕的建议被农村安置总委员会否决。
(二) 政府调整农业政策的现实困境

除了高层的认识分歧以外，还有许多技术性的障碍阻碍了政府制定明确的方针。19 世纪 70
年代初，财政部非常关注如何征收与核查赎金。问题在于，许多农民都按照 《1861 年 2 月 19 日
条例》第 165 条提前支付了赎金，要求退出连环保，给他们发放独立于村社的税单。但是省级
国库多次拒绝这样的要求，宣称 “不应该由每个个人来交税，而是以整个村社为单位交
税”［8］Ф． 573． Оп． 8． Д． 9276． Л． 1 － 9．。而在村社所有制下，农民的份地在众多的村社土地中难以核查，这
就增加了给农民发放单独税单和土地所有权凭证的难度。要让农民切实而非仅是名义上退出村
社，有时还需要村社完全重分土地 ( 数十年后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这样做的) 。农村安置总委员
会态度也很矛盾: “村社土地中的单独地块尽管可以转为单个农民的财产，然后可以成为其他等
级的财产，但是它们一直属于村社总体份地的一部分。”［8］Ф． 1181． Оп． т ． 15． 1870 г． Д． 100． Л． 26．因此，《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是一个系得非常紧的结，只有通过国家对农村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干涉才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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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开。
另外，法律确实为所有制问题的矛盾性阐述创造了空间。一方面，1861 年法律规定，农奴

在签订完赎买协议之时 “就进入农民所有者等级”; 另一方面，政府又限制农民对份地的支配，
这种限制一直存在，甚至在农民完全交纳赎金之后依然如此，由此出现了上文列举的矛盾现象。

三、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和政府的农业政策

19 世纪 70 年代上半期政府内部的斗争以及随后的外交危机和俄土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将农
民问题排挤到次要地位。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政府才开始重塑农业战略。不过在此之前，农业
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信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俄国精英对于农村状况的认识并没有质的飞跃，其首要原因在于信息不足。1877 年著名经
济学家Ю． Э．杨松出版了 《农民份地和支付情况统计调查初稿》［11］一书，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
响，直到现在也被认为是反映农村现实情况的优秀著作。但是他也承认，依据的资料不可靠，且
极不全面。他将农民的定居生活等同于村社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农民的 “浪漫主义”的
静止形象，无法看到貌似稳定的农民经济未来转型的可能性。1880 年内务部在一份关于农民事
务的报告中承认，完全缺乏对农业发展关键问题的客观信息，包括所谓的赠与农

( дарственники，指的是在 1861 年改革中无偿获得四分之一份地的农民，他们被迫放弃自己使用
的 其 他 土 地 ) 、 农 民 外 出 打 工 的 规 模、 土 地 租 赁 的 普 及 程 度 等
等［8］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ллекция печатных записок． № 973． Ч． 2，因此官员们不得不求助于研究俄国农村的学者。19 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官方文件经常引用 А． С． 波斯尼科夫、Ю． Э． 杨松、С． Я． 卡普斯金等 “民粹派学
者”的著作。
由于严重缺乏关于农村情况可靠的信息，先入为主的臆断不可避免地占据上风。19 世纪 80

年代初，大贵族派的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指出，“农民的贫困程度有些被夸大了，而
且两个对立的阵营都异口同声地夸大其词”。一些人 ( 大贵族和少数自由派) 认为 1861 年改革
给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农民很少能够独自经营自己的产业，特别是村社为害甚剧，阻碍了农业

技术的进步和所有者阶层的形成; 另一些人 ( 民粹派和大部分自由派，此时的自由派与民粹派

的观点非常接近) 则认为，农民的份地不足，税费负担过于沉重，因此应该给农民更多的土地

并且减税。［8］Ф． 1092． Оп． 1． Д． 311． Л． 4．但这两种人都支持农村实施更加深入的社会改革。此外还有第三
种意见，认为只需采取某些局部性措施: 迁移农民、发展小额贷款、废除连环保、降低税负。比
如 А． И．瓦西里奇科夫认为: “减轻农民的赎金和税负并不会带来重大效果，因为农民的沉重负
担不是因为这些税费，而是因为他们在租赁土地时承担的税额之外的间接支付。”他在给新任财
政大臣 А． А． 阿巴扎的信中写道，即便给农民分配额外的土地，几年之后也会不足，而且会动
摇土地财产方面的全部权利。［8］Ф． 651． Оп． 1． Д． 785． Л． 5 об．

(二)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农民问题上的差异与融合

俄国精英的政治信念与其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对于 1861 年宣布的改
革原则的意义，无论是“自由派”抑或“保守派”，其内部均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例如支持发展
私有财产的，既有未来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 Ф． И．洛基切夫，也有贵族团结联盟的主要领导
人 А． А．鲍勃林斯基伯爵。如此迥异的人能联合起来，不是因为他们都反对村社，而是因为对待
农民的立场有一致之处。他们都认为，1861 年法令造就了一个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国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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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土地权和迁徙自由的农民阶层，这对农村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应该支持发展农民的私有财

产。但是俄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与民众的传统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许多人主张强化
而非削弱对农民的监管，持这种观点的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包括 “先进的”地方自治活
动家和民粹派学者。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各地方自治局越来越频繁地请求加强村社对农
民的管理，禁止割取农民的份地，因为土地保证了农民的生存和交租。［12］817 － 819到 80 年代初，更
多人开始请求废除 1861 年《赎买条例》第 163、165 和 169 条 ( 它们规定了如何退出村社和割取
农民份地) 。这种提议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性质，因为一旦将它们废除，农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
权就会受到限制。［8］Ф． 1317． Оп． 1． Д． 61． Л． 103．这样农民的土地无法分割和转让，将加深农民对村社的依

附性。
(三) 调整税费: 19 世纪 80 年代初俄国政府的农业政策
1879 年政府在讨论废除人头税时，再次关注 《1861 年 2 月 19 日条例》的命运。1880 年 11
月农村安置总委员会会议上，时任财政大臣 А． А．阿巴扎承认，如果不调整农民的赎金，那么废
除人头税也没有什么意义。相反，如果让赎金与土地收益相一致，那么就为农民放弃使用土地、
限制甚至完全废除连环保、改革身份证制度创造条件。［8］Ф． 1180． Оп． т． 15． 1881 г． Д． 28а． Л． 12 － 13．

在这次会议之前，财政部和内务部都已经在总体上制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前者即为财
政副大臣 Н． Х．本格 1880 年 9 月的著名报告《论俄国的财政状况》［13］178，182 － 184 ; 后者是内务部编

写的匿名报告《论地方自治局提出的消除农民经济混乱状况的措施》［14］Ф． 600． Оп． 1． Д． 508． Л． 1 － 31．，很

明显，这篇报告是在 М． С．卡哈诺夫和内务部地方处处长 Ф． Л．巴雷科夫的参与下编写的，反映
了内务大臣 М． Т．洛里斯-梅里科夫的观点。
本格在报告中请求亚历山大二世关注农民缺地少地、赋税沉重的状况，认为在农民负担过于

沉重的地区应该组织农民迁徙和降低赎金。内务部也表达了这种观点，而且更加详细。问题在
于: 在哪些地区降低赎金? 如何降低? 标准的份地和赎金应该是多少? 他们都认为，一方面农民

的土地应该足以保障“养家糊口、缴纳税收和赎金”; 另一方面赎金应该与土地收益相一致。可
是，赎金与土地收益之间的差距很大，如何将它们协调一致? 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初，政府内部

围绕这一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财政大臣阿巴扎和参政员 К． И．多蒙托维奇提出的方案认为，应
该在非黑土区降低农民的赎金负担，因为黑土区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赎金。从土地价格和赎金相
一致的角度看，这种提议是完全公正的。但是黑土区农民的贫困程度比非黑土区有过之而无不
及，而且国务会议和农村安置总委员会中的许多人 ( 包括洛里斯-梅里科夫) 都担心农民会因此
而心生迷惑、聚众闹事。阿巴扎回应说，减轻所有农民的负担是不可能的，此次降低赎金不是为
了做慈善，而是为了恢复在准备 1861 年改革时被破坏的公平。
经过激烈的斗争，在 М． Т．洛里斯-梅里科夫的调和之下，国务会议和农村安置总委员会联

席会议支持 А． А．阿巴扎，而且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也发挥了权威作用，他认为赎金和
份地应该保持一致。但是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伊格纳季耶夫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支持下并没
有批准这份决定，而是同意召集所谓的“专家”讨论降低赎金的方式。
在洛里斯-梅里科夫和阿巴扎退休、伊格纳季耶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之后，专家组召开了会

议。这些专家包括著名的地方自治局活动家、政论家和学者。大部分专家都团结在 Д．萨马林的
周围，他提出不仅要降低黑土区农民的赎金，而且应该废除 《赎买条例》第 165 条。在他看来，
降低赎金是必要的，但赎金不应该与土地收益保持一致。首先，1861 年农民改革时确定赎买交
易的基础是代役租的资本化，因此农民赎买的不可能是土地，而是赋役。这些赋役部分加之于土
地，部分加之于人身，而赎金尽管从土地中征收，但是不能认为是为了赎买土地。其次，农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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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地的权利的基础不是买卖，而是国家权力。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交税，土地就有了社
会财产的性质，社会财产只是国家财产的一种形式，这样逻辑上就应该承认土地是国家的财

产。［15］VIII，255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权加强对农民土地的控制。最终，这种观点战胜了主张让农
民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土地所有者的少数派。
这样，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社会和政府高层的认识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阻止

农民土地的流通和征用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
种。总体而言，当时各种政治派别都试图通过 “反自由主义”的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对于这种
趋势，通常的说法是“保守派压制了自由派”，但这经不起推敲。因为早在新沙皇开始反动时期
之前，关于发展农村的新观点就已经定型了，而且其支持者不仅有保守派，还有公认的自由派，

包括许多坚定的西方主义者。
笔者认为，上述“意识革命”的原因在于，19 世纪中期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说趋于没落，

在 1873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调控经济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这种
观点被欧洲多国政府所接受，变成主导的经济学思想。俄国社会发现这种变迁似乎符合俄国传
统，因为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早已习惯让农民依附于土地，于是将加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国

家调控经济的措施和克服农业危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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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property． Along with the prevalence of the idea of country’s economic regulation，the Ｒussian elite tried to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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